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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议题风险感知的三重动因

马　 超

摘要:风险感知是风险传播研究领域的核心议题,也是预测人们采纳预防保护行为的

关键要素。 过往的研究主要从风险特质、个体差异、文化影响和媒体建构四个角度单独进

行探索,既缺乏系统的整合视野,也缺少对传染病相关议题的考察。 此次研究构建了一个

由信息获取、风险观念和心理特质构成的三维解释框架,并利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高校

学生的线上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人际讨论可以强化公众的风险感知,
而网络接触则会削弱其风险感知;持有宿命论观念的人感知到的风险更强烈,而持有怀疑

主义观念的人则容易低估风险;在心理特质方面,不确定性感知会加重公众的风险感知程

度,而担忧情绪同样会强化人们的风险感知。 研究的启示包括: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应

当重视线上和线下两类不同声音分别所代表的“两个舆论场”效应;在应对突发事件的过程

中,重视公众的观念纠偏和社会心态建设比单纯的风险信息发布更为重要;在考察公众的

风险感知问题时,“情绪”维度与“认知”维度同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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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了巨大威胁。 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
我国取得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的重大战略成果,但当前国内本土病例仍呈多点散发状态。 每当

各地出现本土疫情之后,政府部门除了组织专业医疗机构进行疾病救治之外,还会邀请公共卫生专

家广泛开展有关传染病防治知识的健康宣教活动。 实际上,每当传染病暴发之际,公卫专家都会呼

吁公众采取佩戴口罩、居家隔离、限制出行、监测体温等预防措施。[1] 既有的研究也表明,鼓励公众及

时采取预防保护措施可以有效控制传染病的扩散。 比如 Markel 等人的研究就曾发现,在 1918 年暴

发的全球大流感中,美国及时采取了停课封校、禁止集会、居家隔离、限制交通等举措,从而有效控制

了疫情的扩散。[2] 早年间关于“非典”疫情的研究同样证实,诸如戴口罩、勤洗手等预防行为可以显著

降低传染病的发病率。[3] 尽管国内外的专家均建议传染病疫情流行期间应该做好个人防护,然而在

现实生活中,并非所有民众都能够自觉做到采取预防保护措施并坚持执行这些措施。 过往的研究发

现,在“非典”等传染病疫情中,国内外民众都会表现出一些非理性的行为方式,比如不戴口罩、拒绝

隔离、不去就诊等。[4] 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也出现了诸如不戴口罩出入公共场所、瞒报行程、疫情

尚未解除就上街聚集等不当行为。 那么,如何才能让广大民众意识到预防行为的重要性并自觉配合

执行专家推荐的预防保护措施呢? 这自然涉及对人们采纳预防保护行为影响因素的探讨。 而大量

研究表明,“风险感知”是促使人们采取健康保护行为的重要因素。 无论是之前“非典”的经验还是

禽流感疫情的研究都表明,公众对疫情的风险感知是促成其采取预防保护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 比

如一项来自香港地区的调查发现,公众对“非典”的风险感知可以显著预测其对保护行为的采纳。[5]



同样,一些跨国的研究也显示,关于禽流感的风险感知是影响其实施预防行为的重要因素。[6] Brewer
等人在对 34 项有关风险感知的论文进行元分析后发现,风险感知对预防保护行为的预测力效应值

介于 0. 16 ~ 0. 26 之间。[7] 梳理既有的文献后发现,学界关于风险感知对健康行为影响的相关研究已

经相对成熟[8] ,然而对风险感知的成因和前置条件的相关探讨却尚不充分。 本文认为,研究公众在

传染病疫情中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不仅在实践层面有助于提高风险传播和健康传播的针对性,就
理论层面而言,也有助于深化和拓展关于风险感知作用机制和影响因素的探讨。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1986 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发生让人们猛然发现,现代社会中的人们“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

上” [9] 。 吉登斯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各种风险问题时刻困扰着我们” [10] ;特别

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和贸易往来的频繁,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惊呼,
人们已经进入到“世界风险社会” [11] 。 的确,风险早已超越了时空限制,其全球化后果日益显现:从
气候变暖、环境恶化到能源危机、金融风险,再到肆虐全球的传染病疫情,都说明现代性的风险生成

与风险的全球扩张是一致的。 如今,风险已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可

以说,只要存在着人类的实践活动,就存在着客观的风险。 正如贝克所言,“各种风险其实是与人的

各项决定紧密相连的,是与文明进程和不断发展的现代化紧密相连的” [12] 。 风险事件的频繁发生也

凸显出风险传播研究的重要性。 关于“风险传播”的概念,国内外学者广泛采纳的是 McComas 的定

义“风险传播是指个体、团体、机构之间就风险评估、风险特征和风险管理等议题进行反复的信息交

换活动” [13] 。 从这个定义可以直观看出,风险传播并不是政府和专家权威单方面的信息告知过程,
而是涉及公众认知和公共参与的互动过程。 正如西方学者所言,风险传播中一个最主要的核心议

题,就是公众的“风险感知”的问题[14] 。 从既有文献来看,过往学者对生态环境[15] 、食品安全[16] 、购
物消费[17] 等领域里的风险感知研究颇多,但对健康风险尤其是传染病风险感知的研究还相对匮乏。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则为我们讨论传染病议题的风险感知提供了一种可能。

(一)风险感知的四种解释逻辑

“风险感知” ( risk
 

perception)是指公众面对客观风险时的主观判断和直观感受[18] 。 这一概念被

广泛运用于市场营销、灾害应对、科技管理等各个领域[19] 。 回顾学界对风险感知的相关研究可以发

现,既有的研究主要从四个方面对风险感知的成因进行了解释。
1. 风险特质论

风险特质论的观点起源于风险研究中的“心理测量范式” ( psychometric
 

paradigm) 。 持有该取向

的研究者认为,风险特征是影响不同民众风险感知差异的决定性因素[20] 。 以 Slovic 等为代表的学者

通过一系列研究发现,诸如“可控性” “致命性” “新颖性” “持续性” “自愿性”等风险自身的特质会显

著影响人们的风险感知。[21] 比如相对于熟悉的风险而言,新出现的风险更容易引发人们的风险感

知;相对于短期的风险而言,长期存在的风险更容易引发人们的风险感知;人们自身行为诱发的风险

比外来因素引发的风险更令人感到不安;感知可控的风险比难以控制的风险更少引发人们的

恐惧。[18]

2. 文化影响论

风险特质论的研究始终没法解释一个现象,那就是为什么不同的人对同一种风险的信念和态度

会各不相同? 为什么有的人非常关注风险事件的进展,另一些人却对此表示冷漠,还有一些人对风

险持怀疑态度。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公众这种差异化的风险态度呢? 20 世纪 80 年代,Douglas
等人提出的“风险文化理论”用“风险的世界观”来解释人们评价和回应风险的不同态度。 为此,他
们概括了四种类型的风险世界观,分别为“平等主义” ( egalitarianism) 、“个人主义” ( individualism) 、
“等级主义” ( hierarchy)和“宿命论” ( fatalism) 。[22] “平等主义者”的特点是高度关注社会不公、怀疑

权威并表现出对参与式民主和共识决策的强烈支持;“个人主义者”害怕对其自主性的限制,倾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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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松管制并为人们提供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机会;“等级主义者”致力于维护现有的权力结构以保

护他们的利益,他们担心社会越轨行为会威胁现状,因此在评估风险时会听从代表主导利益阶层的

专家团体的意见;“宿命论者”则相信社会上发生的许多事情是他们无法控制的。[23-24] 我们可以直观

地看到,这种风险观念分类与政治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是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新兴科技项目

的引入会对整个社会结构造成冲击,因此对风险后果的感知包含了政治、经济、社会层面的影响。 比

如持有“个人主义”风险观的人往往对技术风险不屑一顾,因为信任技术风险会对工商业造成限制,
而发展自由主义工商业正是“个人主义者”所看重的。 又如持有“等级主义”观念者也倾向于忽视技

术风险,因为承认这种风险会被视为“对社会精英的权威和能力的隐性质疑” 。[23] 虽然风险文化理论

所提供的风险世界观分类法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超越人口社会学指标的分析框架;但有学者指出,风
险文化理论中的“文化”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文化概念,而是基于社会关系、社会阶层的一种社会分类

方式。[25]

3. 个体差异论

在谈到有关健康议题的风险感知时,许多来自预防医学的研究均将人口统计学指标视为影响人

们风险感知的重要因素。 这些研究往往聚焦于性别、年龄、种族、党派、宗教等人口社会学指标。 比

如一些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的风险感知更强烈[26] ,有色人种风险感知的程度高于白人[27] ,教育程

度越低的人风险感知越明显[28] ,而年龄与风险感知程度具有正相关关系[29] 。 对此学界的解释是,女
性之所以比男性风险感知更明显,或许在于女性对风险议题的关注度更高,认为风险议题会影响人

们的生活质量[30] ;学历越低的人对风险缺乏科学的认识,容易低估或高估风险,因而风险感知更强

烈[31] ;年纪越大的人社会经历更丰富,对风险议题的关切更重视,因此风险感知越明显[32] 。 在传染

病议题的相关研究中,这种“个体差异论”的解释逻辑也被研究者们所延续。 例如在“非典”疫情中,
一项关于北京、天津居民的调查显示,女性比男性表现出更多的害怕和恐惧[33] ;另一项来自香港的

调查显示,老年人、低收入群体、居住在农村地区的人风险感知更强烈[5] ;而在 2009 年甲型 H1N1 流

行期间,Akan 等人在土耳其的实证调查发现,女性关于甲型 H1N1 流感的风险感知高于男性[34] ;Ibu-
ka 等人在纽约的调查同样发现,女性对甲型 H1N1 流感的风险感知更明显,并且寻求疫苗的愿望更

强烈[35] 。
4. 媒体建构论

许多实证研究表明,大众媒体在形塑健康议题的风险感知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36-37] 。 这是

因为政府和公共卫生部门主要利用大众传媒来发布健康信息,而公众也主要依赖新闻媒体作为自己

接收健康信息的重要来源[38] 。 梳理既有的研究可以发现,媒介使用对风险感知的影响机理大致可

以分为三种:一是媒体本身发挥着“风险的社会放大”作用[39] 。 尤其是在网络新媒体时代,除了建制

类媒体之外,每一个公民、社会团体、科学家、政府机构都可以利用自己运营的社交媒体发布风险信

息,而重复地传播风险信息则会增加人们的恐惧[40] 。 因此当公众透过多个信源接收到类似的风险

信息后,其风险感知程度自然会得以提升。 二是网络媒体中充斥着一些谣言和不实信息,这些虚假

消息往往以夸大其词、过度渲染等形式呈现,容易对人们产生误导。 例如 Sunhee 对中东呼吸综合征

疫情的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上的许多信息都没有经过严格的审查过滤,因此充斥着谣言和不实信息,
而谣言往往会放大人们的风险感知。[41] 无独有偶,另一些研究发现,尽管 2014 年在非洲盛行的埃博

拉病毒对美国的影响很小,但社交媒体却放大了该疾病的危害性,从而使美国民众表现出过度的反

应。[42]三是当突发事件发生以后,许多网民都表现出负面的情绪,这些消极情绪经由社交媒体的传

播产生了共振效应,从而加剧了人们的风险焦虑。 例如西方有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中常常扩散着一

些负面的信息[43] ,中国一项来自微博上 24 起公共事件研究同样显示,微博中的负面情绪强度与评论

数和转发数均成正相关关系,而正面情绪与这些变量则无显著关系[44] 。 就传染病相关议题而言,在
中东呼吸综合征流行期间,韩国一项来自网络文本的数据挖掘发现,推特、论坛上呈现的负面情绪十

分普遍[45] 。 而公众对社会化媒体的接触也在影响着其关于健康议题的风险感知[46] 。 此外,一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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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关于甲型 H1N1 疫情的研究也表明,公众在社交媒体上往往会表现出焦虑、恐惧、担忧等情绪[47] 。
上述四种路径的解释对于我们理解风险感知的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但综合来看,

过往的研究还存在着三点缺憾。
第一,已有研究主要站在各个独立的视角分别展开探索,但鲜有融合几种解释路径的系统性研

究。 比如持“风险特质论”观点的研究者主要集中在心理学领域,持“个体差异论”观点的研究者主

要集中于预防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而持有“媒体建构论”观点的研究者则主要集中在新闻与传播学

领域。 本文认为,风险感知的形成是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只有将多种解释逻辑结合起来,才
能以整合的视角考察不同影响因素在形塑公众风险感知中的角色和地位。

第二,既有的研究在变量选择上还存在一定瑕疵。 “风险特质论”所考察的“风险特质” ,往往是

综合测量了数十种不同类型风险得出的结论。 比如所谓的“可控性” ,是在比较了公众对不同类型风

险应对能力之后做出的区分;所谓的“持续性” ,是在对比了短期可见后果和长期显现后果两类不同

风险后得出的结论。 而如果只聚焦于单一类型的风险,上述分类则显得没有意义。 又如风险的文化

理论学派提出的四种“风险世界观” ,很大程度上考察的是风险与社会分层之间的关联,除了“宿命

论”观念之外,其他三种“等级主义” “平等主义” “个体主义”观念与人们本身看待风险的态度并没有

太大关系。 于是有学者质疑指出,这四种风险世界观似乎更适合解释人们关于风险管理的政策偏好

而非风险感知[48] 。 无论是来自美国还是欧洲的实证研究均表明,四种风险世界观对风险感知的解

释力只有 5% ~ 10% [49] 。 而“个体差异论”的研究仅仅将分析变量聚焦于常见的性别、年龄、收入、教
育程度等人口统计学指标上,而这些常见的人口学指标对于解释“风险感知” 之外的任何议题都有

效。 所以,如果单纯将研究停留在这些控制变量上,就无法探索出影响人们风险感知的内在机理。
第三,长期以来,健康传播的学者在研究风险感知问题时都将目光放在慢性病议题上。 诚然,慢

性病的健康管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患者严格遵守医嘱行事,因此关注慢性病的风险感知与健

康行为十分重要。 但除了慢性病之外,突发传染病的风险感知问题同样值得重视。 这主要是基于四

点缘由:首先,传染病具有传染性强、扩散速度快、流行范围广、病死率高等特点,如果不采取措施及

时防控,后果将十分严重。 而只有让公众正确认识到传染病的风险所在,才能推动其积极参与疾病

防治。 其次,许多慢性病与人们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虽不能完全根治,但也是可防可控的疾病。 由

于慢性病的可控性较强,因此人们的风险感知也较弱[50] 。 而许多传染病的特点在于突发性,因此难

以预测和防范,公众的风险感知也会更强[51] 。 正是由于不同病种的风险感知存在差异,关于慢性病

风险感知的研究结论不能完全照搬到传染病议题上。 再次,既有研究表明传染病容易被污名化和标

签化。 由于公众对艾滋病、乙肝等疾病的认识不到位,这类患病群体容易被社会大众所歧视[52-53] 。
而一项来自香港的研究发现,即便是“非典”这类疾病的罹患者也容易被社会排斥[54] 。 因此,只有充

分理解公众对传染病的风险感知及其影响因素,才能制定科学的健康传播策略来帮助公众消除其对

传染病的偏见。 最后,慢性病与突发传染病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存在着一定差异。 一个典型的例子

是一些常见的慢性病具有家族遗传的倾向,因此过往的研究表明,具有家族病史的受访者感知到自

己罹患疾病的风险更高[55] 。 而这一点也从侧面凸显了考察不同类型疾病风险感知的必要性。
鉴于上述研究的不足,本文以新冠肺炎为研究议题,采用多重解释路径相结合的方式,重点从信

息传播、心理特质、风险观念三个层面对影响人们风险感知的因素进行探索,并用一套实证数据检验

各个要素对风险感知的影响方向和强度,以期为揭示影响公众风险感知的因素机制提供一个来自本

土语境的经验参考。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Gierlach 等人指出,风险感知研究领域存在三种研究范式,而这三种研究范式实际上对应了三大

类要素[56] :一是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 ,强调来自媒体、社会机构、社交网络等“放大站”对人们风险

认知的形塑[57] ;二是文化价值观,主要指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待风险的态度、价值观和信念等[58] ;
三是心理测量范式诸要素,主要是指人们面对风险时的认知和心理特质[59] 。 遵照这种逻辑理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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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认为,个体的风险感知是由内部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媒体作为一种外部因素,对个体的

认知和态度发挥着社会建构的作用。 同时,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也是影响和形塑个体风险感知的

重要外部因素。 考察这两种信息获取途径对风险感知的影响正好对应于风险研究中的社会建构范

式。 就内部因素而言,个体的风险观念和心理特质则是影响人们风险感知的内部条件[60] 。 其中,风
险观念反映了人们对待风险的一种信念系统。 正如一些学者指出,观念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指导感知

和态度的基本方向[61] 。 而本文对“风险观念”的考察正好对应于风险研究中文化理论( cultural
 

theo-
ry)的研究路径;最后,关于情绪、感受等主观心理特质的考察正好对应于风险研究中的“心理测量范

式”研究路径。 于是,本文在整合这三大要素的基础上开始提出研究假设。
1. 媒介接触与风险感知

在数字媒体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利用互联网来获取健康信息。 许多研究显示,在流行性疾

病暴发期间,网络媒体成为人们获取传染病信息的重要来源[62] 。 就本研究谈及的新冠肺炎而言,在
疫情蔓延期间各地都对人们的跨区域出行进行了一定的限制,于是人们主要依靠媒体作为获取全国

疫情信息的重要来源。 而媒体既可以帮助人们理解风险议题,同时也可以形塑人们的风险感知。 比

如 Chang 在台湾地区就甲型 H1N1 流感的调查显示,公众对媒体报道的关注度可以同时引发人们的

忧虑情绪和风险感知[63] 。 因此我们推测,当公众接触了过多关于有关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危害等相

关信息后,其风险感知水平也会随之上升。 为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公众对新冠肺炎报道的关注度可以正向预测其风险感知

2. 人际讨论与风险感知

人际传播对人们态度的影响最早可以追溯到“二级传播流”模型( two-step
 

flow) [64] 。 该理论讲述

了意见领袖对其他追随者的影响。 随后有许多学者指出,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各有所长:大众传播

在信息扩散方面比较有效,而人际传播在行为改变方面效果更佳。[65] 特别是在一些创新扩散的项目

中,大众传播媒介常常被用来散播新的观念,而同侪教育则被用于劝服人们采纳新的产品。[66] 本文

认为,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人际传播渠道作为大众传播渠道的补充,同样可以对人们的风险感知

产生影响。 理由有三:第一,在这个信息铺天盖地的时代,信息发布的渠道多种多样,既有官方媒体,
也有民间的自媒体,还有各类商业资讯平台,每个人不可能完全浏览到所有渠道提供的信息。 因此,
来自人际交流渠道的信息会对媒介渠道传播的信息产生补充作用。 第二,新冠肺炎的疫情进展是动

态变化的,每个人不可能实时掌握全部信息,正规的大众传播机构在信息发布前会经过一系列的审

核过程,因此在信息传播方面可能存在一定的时差,而人际渠道亲眼看见的实时信息或许比大众传

媒更快捷,因此来自人际渠道的信息同样会对公众的认知态度产生影响。 第三,新冠肺炎是一种即

刻的健康风险,不同于长期生活方式不当引发的慢性疾病,这种风险具有即时性,是人人都关心的话

题,因此人们对各种信息的渴求程度超乎寻常。 尤其是在缺乏特效药的情况下,疫情进展前景还存

在着一定的模糊性,所以人们愿意接受一切渠道提供的信息以寻求确定性。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遂

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公众的人际讨论频率可以正向预测其风险感知

3. 风险观念与风险感知

“风险世界观”是指人们对风险事件的基本观点和看法,可以指导人们回应复杂的风险情景。[67]

上文提到,风险文化流派提出的几种风险世界观更多是在反映不同利益阶层对待风险的态度,因而

实证研究表明其对风险感知的解释力相当弱[68] 。 20 世纪 80 年代,一些心理学者在研究人们对压力

事件的应对方式时发现,公众在威胁事件面前容易产生一些不当的风险观念,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

就是“宿命论” “怀疑主义”和“回避论”三种[69] 。 “宿命论” ( fatalism)将风险的发生归结为运气、天
数和命中注定的现象,认为人们在风险面前无能为力[70] ;“怀疑主义” ( skepticism)是指对别人的建

议、指导意见等持习惯性质疑态度[71] ;“回避论” ( avoidance)观念是指因为害怕和无力感而主动避免

接触风险相关信息[72] 。 过往的研究零星提到了三种观念对人们风险感知的影响。 比如 Song 对

1213 名美国居民的调查显示,持有宿命论观念的受访者更倾向于强调风险而淡化收益[73] 。 Carval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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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在研究食品安全问题时发现,当消费者认为食品风险与自己密切相关并感到恐惧时,就会产生

回避和否认风险的倾向来缓解风险感知[74] 。 而 Smith 等人关于气候变化风险的研究表明,怀疑主义
观念和风险感知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75] 。 基于前述研究,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公众的“宿命论”观念可以正向预测其风险感知

H4:公众的“怀疑主义”观念可以负向预测其风险感知

H5:公众的“回避论”观念可以正向预测其风险感知

4. 情绪与风险感知

Slovic 等人在研究公众对核废物处理设施的风险感知时发现,情绪刺激会影响人们的判断和偏
好[76] 。 Alhakami 等人在研究人们权衡“风险-收益” 决策时也发现,人们决策时往往依赖于情绪评
价。 当人们对某项行为产生好感时,就会将该行为评估为高收益-低风险类型,当人们对某项行为活

动持反对态度时,就倾向于将其评估为高风险-低收益类型。[77] 随后一些关于健康议题的研究同样
发现,公众在面对健康风险时不仅会产生认知上的思考,也会产生情绪上的反应。 比如 Oh 等人将风

险感知分为“认知”和“情绪”两个维度,并且以甲型 H1N1 流感为议题在韩国的调查发现,情绪维度
的风险感知可以显著预测个人和社会两个层面的风险感知。[78] 对此一些学者反思指出,既有的研究
过度强调理性因素而忽视了情绪在影响人们认知判断中的作用,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该考察公众对于
健康议题的情绪感受。[79]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由于普通民众缺乏专业的医学知识,因此其对风
险的判断并不完全依赖于理性的分析,有时情绪反应也会发挥作用。 为此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6:公众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忧虑情绪可以正向预测其风险感知

5. 不确定性与风险感知

风险与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最早由市场营销学的研究者引入。 Bauer 指出,消费者的每一次消
费行为都存在一定风险,因为任何一次消费行为都有可能带来难以用确定形式预期的后果。[80] 20 世
纪 60 年代初,一些学者将“风险”定义为“个人主观感知到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81] 。 在这种定义面
前,一些学者将风险和不确定性视为两个可以相互替换的构念[82] ,于是有学者将“不确定性”视为风
险的重要组成部分。 例如 Cunningham 指出,风险感知应该包括“不确定性”和“严重后果”两个维度,
如果人们感知到某种情景的不确定性越高,其所感知到的风险也相对更强烈。[83] 这些现象都说明不
确定性与风险感知有着密切的关联。 就本文的研究议题而言,科学界对病毒变异的规律、特效药的

研发等都尚在探索之中,诸多事项充满了不确定性,而这种模糊的状况可能会加剧人们的风险感知。
为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7:公众的不确定性感知可以正向预测其风险感知

综上所述,本文对于传染病疫情中风险感知的解释维度主要包括信息接触、风险观念和心理特

质三个方面。 其中信息接触主要由网络关注与人际讨论构成;风险观念主要由宿命论、怀疑主义、回
避论三种不当风险世界观构成;心理特质则主要考察了公众的忧虑情绪和不确定性感知两个方面。
本文搭建的分析框架如图 1 所示。

图 1　 整体的分析框架和研究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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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设计与变量测量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 2020 年 2 月下旬对四川省内高校学生开展的问卷调查。 受疫情影响,研究只

能采取非概率抽样的线上调查方式进行。 按照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公布的数据,以四川省

内 34 所普通本科高校的学生作为调查对象①。 其中在四川省内 2 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中随机选取

1 所高校,在 6 所“双一流”建设学科的高校中随机选取 2 所高校,在其他 28 所一般本科院校中随机

抽取 7 所院校。 由于疫情发生期间各高校尚未线下复课,本研究遂采取线上调查的方式,委托各个

院校的教职员工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分发问卷。 共计发放问卷 1500 份,经过筛选和剔除之后回收

到有效问卷 835 份。 所有调查对象均为在读学生,样本的具体分布情况详见表 1。 其中,在性别方

面,样本中的男生与女生的比例分别为 60. 6% (506 人)和 39. 4% ( 329 人) ;在学历层次方面,共有

624 名本科生参与了此次调查,所占比例为 74. 7%,175 名硕士研究生参与了调查,所占比例为

21. 0%,另有 36 名博士研究生填写了问卷,所占比例为 4. 4%;学科构成方面,人文社科专业与理工

农医专业的样本分布大致相近,分别各占 48. 6%(406 人)和 51. 4%(429 人) 。

表 1　 总体样本构成情况

样本特征 类别 人数 比例( %)

性别
男 506 60. 6

女 329 39. 4

学历

本科 624 74. 7

硕士 175 21. 0

博士 36 4. 4

专业类别
人文社科 406 48. 6

理工农医 429 51. 4

　 　
(二)变量测量

1. 媒介接触

由于当前各高校在读学生主要为“90 后” “00 后”一代的数字原住民,互联网成为他们最常见的

信息获取途径[84] ,因此本研究对媒介接触渠道的考察主要聚焦于各类新媒体上。 问卷中询问了受

访者对于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短视频、普通视频网站上有关新冠肺炎信息的关注程度。 选项由

“非常关注”到“一点也不关注” 分别赋值为 5 ~ 1 分。 此 5 个题项通过加总取均值得到一个变量,
KMO = 0. 777,p<0. 001,信度系数 Cronbach’ s

 

α = 0. 735。
2. 人际讨论

人际讨论变量通过询问受访者在疫情期间和同学、朋友、家人讨论新冠肺炎话题的频率来测量。
选项从“非常频繁”到“非常少”分别计为 5 ~ 1 分。 该变量的信度系数 Cronbach’ s

 

α,KMO = 0. 778,p
<0. 001。

3. 风险世界观

本文主要考察了“宿命论” “怀疑论”和“回避论”三种不当风险世界观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
其中“宿命论”的测量题项主要借鉴了 Kok 等人的研究[85] ,具体包括“如果上天决定我会被新冠病毒

感染,那么命中注定的事我也没有办法改变” “在新冠肺炎面前,我们能采取的应对措施是极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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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新冠肺炎的发生是难以避免的,我们只能坦然接受它” 三个题项,信度系数 Cronbach’ s
 

α =
0. 745。 “怀疑主义”观念的测量主要借鉴并改编了 Rubin 等人的研究[86] ,包括“新冠肺炎的严重性

被政府夸大了” “新冠肺炎的危害程度是被媒体渲染出来的” “新冠肺炎并不像官方预测的那样可

怕”三个题项,本研究中的信度系数 Cronbach’ s
 

α = 0. 856。 “回避型观念”的测量主要借鉴了 McCrae
的研究[87] ,具体包括“我不会去想太多有关新冠肺炎的事情” “我平时不会去过多关注新冠肺炎的新

闻” “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就当新冠肺炎没有发生一样”三个题项,信度系数 Cronbach’ s
 

α = 0. 805。
4. 忧虑情绪

忧虑情绪的测量参考了 Brug 和华中科技大学课题组的相关研究[88-89] ,包括三道题:“我很担心

家庭成员被新冠病毒感染” “我很担心朋友被新冠病毒感染” “我很担心我所住的小区 / 村社出现了

确诊患者” 。 三个题项加总后取均值得到“担忧情绪”变量,信度系数 Cronbach’ s
 

α = 0. 823。
5. 不确定性感知

不确定性的测量借鉴并改编了 Donovan 等人的研究[90] ,包括“由于存在‘无症状感染者’ ,我不

知道接触过的人里面是否有潜在的传染者” “由于目前没有研制出针对新冠病毒的特效药,我不知道

未来应该如何应对这种病毒”等三个题项,信度系数 Cronbach’ s
 

α = 0. 699。
6. 风险感知

关于因变量风险感知的测量参考了 Crane[91] 等人的研究,包括三道题目:“如果我一旦出现了感

冒症状,就会怀疑自己是否已被新冠病毒感染” “如果我去过的场所在同一时段内出现了确诊病例,
我觉得自己也有可能被感染” “如果与我接触过的人一旦被确诊感染,我会觉得自己迟早也会被确

诊” ,信度系数 Cronbach’ s
 

α = 0. 741。

三、研究发现

根据本文的分析框架,我们将从信息获取、风险观念和心理特质三个面向来考察不同维度对公

众风险感知的影响程度和方向。 同时控制变量选取了性别、年级和学科三个常见的人口学指标。 接

下来我们将以“风险感知”作为因变量,采用分层回归模型,在解释变量中依次纳入信息获取变量、风
险观念变量和心理特质变量来考察模型的解释力。 在多重共线性检验方面,所有模型的方差膨胀因

子( VIF)均在 1 ~ 2 之间,远远低于 10 以内的阈值[92] ,说明回归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2　 风险感知影响因素的线性回归模型

变量名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性别 -0. 08 -0. 04 0. 026 -0. 011

年级 -0. 032 -0. 039 -0. 001 0. 004

学科 0. 097� 0. 090� 0. 084� 0. 011

网络关注 -0. 016 -0. 039 -0. 076�

人际讨论 0. 163��� 0. 158��� 0. 086�

宿命论观念 0. 311��� 0. 204���

怀疑主义观念 0. 072� -0. 084�

回避型观念 0. 017 0. 039

忧虑情绪 0. 301���

不确定性感知 0. 263���

F 值 2. 289� 5. 134��� 13. 701��� 31. 281���

调整后 R2 0. 005 0. 027 0. 121 0. 291

　 　 注:�p<0. 05,��p<0. 01,���p<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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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基准模型引入人口学指标,在三个指标中仅有学科变量对受访者的风险感知产生正向影

响,即文科生比理科生感知到的风险更强烈。 这或许是理科生对自然科学议题的认知相对充分,因
此能够较为理性地看待风险。 但总体而言基准模型对因变量变异程度的解释力是极其有限的。

模型 2 引入了信息获取变量,原来的学科变量继续保持显著,同时研究显示,“人际讨论”变量对

公众的风险感知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人们关于新冠肺炎话题的讨论频率越高,感知到的风险

越强烈。
在加入了三种风险世界观变量后,模型 3 的解释力也得到进一步提升。 研究显示宿命论观念能

够正向预测人们的风险感知,而持有怀疑主义观念的人所感知到的风险更低,回避型观念则对风险

感知的影响不显著。 同时,人际讨论对风险感知的正向影响也保持稳定状态。
模型 4 包含了所有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整体模型的解释力提升至 29. 1%。 从全模型来看,人

口学指标对风险感知的预测力消失。 在信息获取维度上,网络关注和人际讨论两种信息获取方式对

风险感知的影响同时变得显著。 其中,网络关注对公众的风险感知产生了负向的抑制作用,即接触

网络信息越频繁,所感知到的风险会减弱。 而人际讨论对公众的风险感知则产生了放大效应,即人

与人之间关于新冠肺炎的讨论会强化其风险感知。 在风险世界观方面,持有宿命论世界观的人感知

到的风险更强烈,而持有怀疑主义观念的人所感知到的风险更弱。 回避型观念对风险感知没有显著

影响。 最后在心理特质维度方面,担忧情绪可以放大人们的风险感知,而不确定性感知也可以正向

影响人们对新冠肺炎的风险感知。 综上所述,研究假设 2、3、4、6、7 得到支持,而假设 1 和 5 并未获

得支持。 这些研究发现的具体意蕴及其原因阐释将在下文“结论与启示”部分详细展开。

四、结论与启示

西方曾有学者指出,在传染病防控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从医学的角度去研究病毒本身,也要从

心理和行为层面去探究公众对疫情的反应。 比如普通民众对传染病的风险感知程度如何? 又是如

何去调适这种风险感知的? 这些风险感知方式是否有助于他们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因为深入探

究这些问题有助于为疫情防控提供参考。 既有的大量实证研究也表明,公众对健康议题的风险感知

可以促进其及时采取预防保护行为[93] 。 因此,研究公众对传染病议题的风险感知问题,有助于指导

公共卫生部门制定健康传播计划以改变民众的行为习惯。 具体而言,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包括以下

三个方面。
(一)网络关注与人际讨论:不同路径对风险感知的建构与消解

20 世纪 80 年代,Kasperson 等人提出的“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指出,媒体是一个重要的风险放

大站( amplification
 

station) 。[39] 后续的一些实证研究也表明,媒体在塑造公众的风险感知方面扮演着

重要角色。 比如 Romer 等利用“国家风险调查” ( national
 

Risk
 

Survey)的数据分析后发现,地方电视

新闻接触频率是预测公众风险感知的最有效解释变量。 同时,作者还通过对费城 2369 名居民的电

话调查发现,公众的电视收视与其犯罪风险感知呈正相关关系。[94] 然而也有少数研究发现了例外,
比如持“敌意媒体效应” ( hostile

 

media
 

effect) 的学者认为,当媒体报道与人们的既有认知产生分歧

时,人们会认为媒体的报道存在偏见,进而不会受到媒体的影响。[95] 本文的研究发现与前人的研究

结论有所不同。 在本研究中,网络媒体接触不但没有强化公众的风险感知,反而负向抑制了受访者

的风险感知。 这或许是由于媒体的报道内容和报道基调决定的。 作为一项重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新冠肺炎疫情自暴发以来便得到了各级政府的重视。 各大网络平台上主要发布的都是一些官方

通报的疫情防控进展和辟谣类信息,还有许多媒体推出了不少建设性新闻,将信息的立足点落在积

极情绪引导和促进社会协同等方面[96] 。 正如一位研究者指出,在这场抗击疫情的阻击战中“正面舆

论始终占据了主舆论场” [97] 。
结合实际情况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0 年 2 月 3 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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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一些群众存在焦虑、恐惧心理。 宣传舆论工作要加大力度,统筹网上

网下、国内国际、大事小事,更好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更好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 同时,总书记也

指明了疫情期间舆论引导的方法路径,即“强化显政,坚定战胜疫情信心” “把握主导,壮大网上正能

量” “占据主动,有效影响国际舆论” 。[98] 各主流媒体闻令而动,充分发挥了主渠道、主阵地的作用,不
断完善信息发布制度、优化舆论引导策略,深入宣传党中央决策部署,充分报道各地区、各部门联防

联控的措施成效,生动讲述防疫抗疫一线的感人故事,汇聚起同心同德、共克时艰的强大力量。 比如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家卫健委推出系列科普片,普及新冠肺炎的防范知识,引导公众增强自我

防范意识[99] 。 新华社加大了对患者救治、物资供应、民生保障、社会秩序维护等群众关心问题的报

道力度,有效提振了社会信心。 在报道形式上,新华社灵活运用短视频、MV、漫画、3D 交互新闻、智
能查询工具等手段壮大网上正能量[100] 。 《经济日报》 选编权威准确的抗疫消息集纳推出,定时播

报,向全社会发出疫情防控的“好消息” ,很好地起到了稳定、鼓劲、团结人心的作用[101] 。 除了央媒

之外,各商业类网络平台也积极投身到抗击疫情的正面报道中来。 在此次疫情中,腾讯力求做到“两

个及时” :一是及时推送权威信息、及时辟谣、以正社会视听;二是及时发布就医指引和提供在线问诊

服务,以缓解公众的紧张焦虑情绪。[102] 今日头条设立了“抗击肺炎-鉴真辟谣”专区用以发布辟谣信

息。 抖音上线 2 个科普特效和 7 个信息化贴纸,引导用户正确认识疫情[103] 。 bilibili 视频弹幕网站

在开设“抗击肺炎”专题的基础上,积极做好专项宣传工作,发布了“共同战‘疫’ ———坚决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系列短视频[104] 。 总之,在各主流媒体和各大网络平台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多层次、高
密度、全方位的疫情防控传播矩阵,营造出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舆论氛围。

这项发现带给我们两点启示:一方面,媒体报道的确会对人们的认知产生影响,而影响的方向则

取决于媒体报道的框架和效价( valence) 。 正面、稳定、鼓劲的报道会削弱公众的风险感知,而消极负

面的报道则会放大人们的风险感知。 因此本文的这项发现对于舆论引导的实践具有一定的启发意

义。 另一方面,从研究设计来讲,这项发现启示我们,单纯的媒介接触变量或许已经难以完全反映出

媒介信息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具体影响,未来的研究还需要细化媒介内容框架和效价的作用路径。
过往的研究表明,大众传播渠道与人际传播渠道是一种互补融合的关系。 一方面,人际讨论是

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 比如 Morgan 的研究发现,当人们从大众媒介中获取信息后,往往乐

于在人际网络中进一步扩散,而人际间的讨论则会影响人们随后的行为倾向。[105] 另一方面,人际讨

论实际上也是一种信息处理策略。 Eveland 指出,当人们在相互传播信息的时候,个体要调取自己记

忆中的储备,并且将新摄入的信息与已有的知识结构联系起来。 在经过一番人际讨论之后,他人会

刺激个体将既有观念和新近信息之间关联起来。[106] 相较于网络公共平台上的审查和限制而言[107] ,
人与人之间的讨论更加灵活自主。 游离于主流媒体报道视野之外的地方政府应对不当等问题容易

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 而这些涉及疫情治理短板的问题则更容易引发人们的风险感知。 当然,网络

传播与人际讨论两种影响路径的分殊也提示我们,线上的公开传播和线下的私下讨论之间可能暗示

着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两个舆论场”效应,即线上的公开传播汇聚的是官方舆论场的声音,而线下的

私人讨论则反映了民间舆论场的声音。
(二)信念生成与风险感知:不当观念对风险感知的强化与削弱

Slovic 指出,风险的世界观起着导向机制的作用,可以帮助人们在一个复杂、不确定和充满危险

的世界中获得指引。[108] 然而既有的实证研究却很少考察几种风险世界观对人们风险感知的影响。
少数来自环境传播的研究显示,科学素养之所以难以唤起公众对气候变化的风险感知,是因为风险

世界观对人们感知气候风险的影响要大于知识水平。[109] 同时,人们总是寻求与已有世界观一致的信

息,并且将新信息整合到既有的信念中去。[110] 这些研究提示我们,固有的观念有时候比后天的知识

汲取对人们认知态度的影响更大。 如果不重视纠正公众错误的观念认识,只是一味传播风险信息的

话很容易产生事倍功半的效果。 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民众持有的宿命论观念越深,其风险感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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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 而已有的研究提示我们,持有宿命论观念的人既充满了害怕和无力感,又不愿意采取措施去

解决健康问题。[111] 结合这些发现我们可以看出,持有宿命论观念的人的风险感知更强烈,其自我效

能感又很低,因而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面前会显得格外脆弱。 基于此,纠正公众中的宿命论观念,帮
助他们树立科学的健康意识并且重视这类人的社会心态建设,成为未来风险传播 / 健康传播中的一

个着力点。
怀疑意味着不信任。 过往的研究发现,怀疑主义思想不仅会削弱人们的风险感知,还会阻碍人

们采纳预防保护行为。[112] 本文的研究同样发现,持有怀疑主义观念的民众其风险感知水平较弱。 这

说明持有这种风险世界观的人将会低估风险的危害,进而忽视预防保护措施的执行。 因此在未来的

风险传播实践中,应该通过及时、公开、透明的信息发布和理性、科学、专业的科普教育来消除人们的

这种不当观念,进而帮助公众树立正确的风险世界观。
本研究并未发现回避型观念对人们风险感知的影响,这或许是由于新冠肺炎的广泛性和遍在性

使得人们难以生成回避型观念。 作为一场席卷全球的传染病疫情,新冠肺炎的强烈传染性使得每一

个人都难以“独善其身” 。 而且作为一项举世瞩目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一直占据了各

大媒体的头条,公众也很难对此充耳不闻。 所以不同于以往慢性病应对中出现的风险回避现象[113] ,
重大传染病疫情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人们难以产生回避型“鸵鸟心态” 。 这是健康传播研究者应当

予以区分的一个现象。
(三)认知模糊与情绪反应:重视心理特质对风险感知的影响

既有的研究表明,不确定性或源于知识的匮乏,或肇因于信息的稀缺。[114] 有研究者指出,在考察

公众对传染病疫情的认知情况时,科学议题的不确定性因素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条件。[115] 因为对于新

发的传染病而言,诸如基本传染数( R0) 、变异特征等问题并不能很快弄清。 同时一些研究也发现,
普通民众在不确定的风险面前容易表现出担忧、焦虑、紧张等情绪。[116] 本研究与前人的结论基本一

致,发现不确定性可以正向预测公众的风险感知。 结合现实来看,在新冠肺炎疫情发展的过程中,出
现了许多尚无定论的现象。 比如病毒的持续时间、变异规律等问题目前尚无准确答案,人们始终处

于一种认知模糊的状态。 而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始终难以令人完全安心。 当然,面对科学问题的不

确定性,最重要的是要及时做好信息发布,如实坦诚告知最新的科学进展,不给谣言和不实信息以可

乘之机。
风险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 Slovic 等人曾经发现,尽管理性思维在风险情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

情绪有时候也会主导人们的反应行为。[117] 为此他们提出了风险感知的两种基本路径,分别为“作为

情感的风险” ( risk
 

as
 

feelings)和“作为分析的风险” ( risk
 

as
 

analysis) 。 “作为情感的风险”强调个体

面对威胁时快速、本能的情感直觉反应;而“作为分析的风险”则强调融逻辑、理性和审慎思考于风险

认知当中。[118] 另一些研究者也指出,风险感知应该包括“认知反应”和“情感反应”两部分。[119] 许多

来自健康传播的实证研究也曾发现,担忧情绪与风险感知之间存在着中等程度的相关性。[120] 本文的

研究则进一步支持了前人的结论。 本研究认为,在探究人们的风险感知问题时,需要同时考察“认

知”与“情感”双重因素的影响。 正如一些学者指出,对于缺乏相关专业知识的民众而言,他们关于

风险的评估常常不是依靠理性的分析,而是依靠直觉的判断。 而情感则是最简单的直觉判断方式之

一。[121]这一发现带给我们两点启示:一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前,除了传播科学的防护知识之外,
还应该重视民众的心理状态。 因为一些被消极情绪裹挟的民众会放大和高估风险的程度,进而做出

过度反应的举动。 二是在风险传播的过程中,既要晓之以理,也要动之以情。 特别是对于一些情绪

低落的民众而言,一味采取理性说教的方式并不能帮助其增强风险意识。 因为个体只有舒缓消极情

绪、平复心理状态之后才能有效摄取知识。 总之,在探索民众的风险感知问题时,需要超脱于完全理

性的“心理测量范式”之外,兼及考察公众的心理特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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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的不足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在样本来源方面,本研究主要考察了四川地区高校学生的风

险感知状况。 由于不同年龄、性别、职业的群体在健康素养和媒介素养上存在差异[122] ,这势必会影

响研究结论的推广性问题。 另外对于身处不同风险地区的民众而言,其风险感知程度也会存在差

异。 因此本文期待未来有来自不同地区的实证调查进行比较。 二是在研究设计方面,本研究属于一

个横截面调查,缺乏对不同阶段人们风险感知状况的追踪研究。 而在疫情发展不同时段对同一样本

的纵贯分析,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经费。 当然,作者同样期待未来能涌现出一些利用面板数据的

研究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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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ple
 

Causes
 

of
 

Risk
 

Perception
 

on
 

Infectious
 

Disease
 

Issues

Ma
 

Chao(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Abstract:Risk
 

perception
 

is
 

not
 

only
 

the
 

core
 

issue
 

in
 

the
 

field
 

of
 

risk
 

communication,but
 

also
 

the
 

key
 

factor
 

to
 

predict
 

people's
 

intention
 

of
 

preventive
 

protection
 

behavior
 

adoption. The
 

existing
 

studies
 

mainly
 

ex-
plain

 

the
 

reason
 

from
 

four
 

aspects,namely
 

risk
 

characteristics,individual
 

differences,cultural
 

influence
 

and
 

media
 

construction,which
 

are
 

lack
 

of
 

systematic
 

integration
 

vision
 

and
 

attention
 

on
 

the
 

infectious
 

diseases
 

is-
sues. This

 

paper
 

proposes
 

a
 

three-dimensional
 

interpretation
 

framework
 

consisting
 

of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risk

 

wordview
 

and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
 

factors
 

and
 

using
 

the
 

data
 

from
 

online
 

survey
 

of
 

college
 

students
 

from
 

Sichuan
 

province. It
 

revealed
 

that
 

interpersonal
 

discussion
 

can
 

strengthen
 

the
 

risk
 

perception
 

while
 

Internet
 

use
 

could
 

weaken
 

the
 

risk
 

perception. Fatalists
 

are
 

more
 

likely
 

to
 

perceive
 

risks,while
 

skeptics
 

tend
 

to
 

underestimate
 

the
 

risks. In
 

terms
 

of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both
 

of
 

the
 

uncertainty
 

and
 

worry
 

could
 

increase
 

the
 

public ' s
 

risk
 

perception. The
 

implication
 

of
 

this
 

study
 

includes
 

three
 

aspects. First,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 two
 

public
 

opinion
 

fields
 

effect”
 

from
 

online
 

and
 

offline
 

information
 

diffusion
 

in
 

maj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Second,in
 

the
 

process
 

of
 

responding
 

to
 

emergencies,it
 

is
 

more
 

important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public's
 

concept
 

correction
 

and
 

social
 

mentality
 

cultivation
 

than
 

to
 

simply
 

risk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hird,When
 

we
 

discuss
 

the
 

issue
 

of
 

risk
 

perception,we
 

should
 

weigh
 

the
 

dimension
 

of
 

emo-
tion

 

response
 

on
 

the
 

same
 

position
 

as
 

cognitive
 

appraisal.
Key

 

words:risk
 

perception;fatalism;emotion
 

communication;health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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